

卷

 

首
 

语

PREFACE


推动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创新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历史使命。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跨

学科研究领域, 不仅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义重大, 而且直接关系到当下中国能否成功解决国际传播的

现实问题。
与传播学的其他分支一样, 国际传播也是一个长期被西方理论主宰的研究领域。 从文明的冲突到历史的终

结, 从世界系统理论到依赖理论, 从报刊四种理论到比较媒介系统理论, 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传播理论无一不

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不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传播学者一直都在批判这一格局, 西方发达

国家的学者也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1983 年和 2018 年 《传播学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两次以专

刊的形式讨论 “领域的发酵”, 就是国际学术界对传播学研究全球北方化、 西方化和白人化的反思。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研究是挑战, 更是机遇。 现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理论基本

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传统媒体时代出现的。 这些特定时间、 空间和情境的经验越来越不适应数字化的技术环

境、 多极化的政治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生态。 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
中国国际传播学人应当通过回应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 实现国际传播理论的创新突破。

国际传播研究的世界之问是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 1980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 《一个世界, 多种声音》,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关注达到顶峰。 互联网的崛起, 使得学

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更趋白热化、 两极化。 一方认为, 互联网能够消除国际新闻与信息的不平等流动, 打破

原有的国际强弱秩序, 创造一个普世民主的全球公共领域; 另一方则坚信, 互联网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在国际新

闻与信息流动中的主导地位, 加剧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 形成数字时代的媒介帝国主义———
赛伯殖民主义。 两种观点不是太过乐观, 就是过分悲观, 而且依然无法跳脱非此即彼、 此消彼长的二元论思

维。 对此,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建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曙光, 中国学人应从这

一思想出发, 以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 交流互鉴等理念为支撑, 答好国际传播的世界之问。
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国之问是中国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家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 “讲

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 国际传播

研究要从内涵维度、 评价体系、 影响因素、 建构策略等方面深化中国形象研究。 内涵维度方面, 要兼顾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横向维度和国家、 地区、 省、 市、 县等纵向维度, 展现丰满立体的国家形象。 评价

体系方面, 要建构包括横向纵向维度、 主观客观数据的系统综合评估指数, 对中国形象进行科学精准的评价。
影响因素方面, 要揭示主体、 媒介、 内容、 形式、 受众、 情境等因素对中国形象传播的影响, 深入理解中国形

象的形成机制。 建构策略方面, 要研究全球变局之下中国形象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通过多元主体、 融合媒

体、 优秀文化和生动话语, 针对不同情境, 面向不同区域和国别的公众, 建构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传播学人有信心, 也有决心,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回答好世界之问和中国

之问, 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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